
公众参与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
———对绿色社区建设的个案研究

阿兰纳·伯兰德　朱健刚

提要:绿色社区建设是当前中国城市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
绿色社区建设工程的政策框架及作为“绿色社区建设”前沿的广州市区两个

个案实践过程的分析 , 指出绿色社区建设不仅带来社区环境的变化 , 而且其
整个创制过程帮助重组了社区的公共空间 ,这一社区公共空间并非西方意义
上的市民空间 ,其建设仍然依赖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群众动员技术 , 但是其对
社区参与的鼓励也为社区自我组织以及 NGO进入社区居民的公共空间提供

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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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　言

　　自 20世纪 90年代初开始 ,社区建设逐渐成为中国城市管理改革

的核心内容 ,并在 90年代后期上升至中国共产党基层建设的基础环

节。政府力图通过社区建设来以社区制取代原有的街居制 ,以改变政

府在基层能力不足的弊端 ,并试图推动更多的市民参与到国家建设中

来(朱健刚 ,1999)。这使得社区建设成为一系列政府工程的总称 。其

中 ,从 2004年以来 ,这一宏观政策在具体实施层面的最突出表现就是

建设“绿色社区”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 ,政府针对城市社区设立了一

系列的指导性方针 ,力图带动在社区环境方面更广泛的变革。这一变

革的目的不仅仅是能够使社区的硬件和环境得到发展 ,同时也希望能

够让社区居民转变为富有环境意识和更具责任心的公民。

事实上 ,绿色社区工程的兴起 ,其源头是一些有着鲜明环保立场的

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为了在中国的城市开展环保运动 ,这些环保组织

尝试着寻找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可行性路径。本着“全球化思维 ,地

方化行动”的宗旨 ,这些非政府组织倡导和发起了一系列旨在透过社区

层面的制度创新而影响社区居民环境意识和行为的活动。90年代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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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思维和活动被引介给政府之后 ,国家倡导的绿色社区工程迅速在

国内一些城市实施。到 2004年 ,“绿色社区”已经作为一项国家工程由

国家环保总局负责实施。

随着绿色社区概念被各级政府迅速采纳 ,对绿色社区本身的理解

也不仅仅局限于在一个社区中多种植一些树木或添加几个垃圾桶这样

的简单层面。实际上 ,政府对社区生活环境的关注主要基于几个方面

的原因:1.受国际环保话语的影响 ,城市居民越来越关注社区生活质

量。2.要理解绿色社区之所以作为一项政策被政府采纳 ,一个重要的

方面在于绿色社区中强调公众参与的部分与中国政府向“小政府 ,大社

会”的治理模式转变相适应。“绿色社区”工程正是在政府官员及草根

环保组织有了某种共识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 ,因此对于“绿色社区”的

营造这一主题研究 ,可以为学者提供一种视角 ,借此来考察在中国城市

建设进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方式的转变 。

在本文中 ,我们所关注的主要是“绿色社区”工程背后的空间逻辑 ,

它在政策的贯彻以及参与中所体现出的张力 。中国当前以社区为中心

的城市发展战略中 ,公共参与 ———作为政策目标以及治理模式 ,已经成

为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Wong &Poon , 2005)。事实上 , “社区”总

是和“参与”一起成对出现在政府和国际机构各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话

语中(Williams ,2004;Li , 2005),于是在最近的 10多年里 ,社区参与也成

了全球治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不过 ,虽然中国的发展项目与

一些国际机构所推崇的模式有着主题和设计上的相似之处 ,但却不能

认为中国的发展战略仅仅是受到了外部力量的支配性影响 。正如我们

在本文中将看到的 ,内部发展需求和特定的历史背景也在推动中国参

与式项目的发展 ,并影响了这些项目的组织方式。另外 ,“绿色社区”工

程诞生在新兴的环保领域中 ,然而传统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动员

方式依然在影响着政府 、物业管理公司以及社区居民的行为方式 。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一些与中国城市改革以及相关

的社区空间变迁有关的公民社会发展的问题进行回顾 。第二部分是对

塑造“绿色社区”工程的政策框架进行一些分析 ,首先回顾了“社区”这

一观念的产生 ,然后探讨“绿色”这一概念 ,之后我们将通过个案的方式

在第三部分进一步分析“绿色社区”工程背景下环境改造的具体过程 。

这里的个案选在广州 ,广州作为中国东南地区发展最快和最大的城市

之一 ,处于“绿色社区”运动的前沿;由于广州地区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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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亚热带的气候特征 ,在这里发展绿色社区无论在自然环境还是

在经济支持上都比中国其他干旱或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

条件。于是 ,在广州发展绿色社区的焦点就放在了社会可持续性上 。

某种意义上 ,社区空间里自然环境的“绿化” ,即使只是带来社区环境相

对有限的变化也在“情理之中” 。重要的是与“绿化”相关的仪式化的政

令及整个创制过程如何重组了社区的公共空间。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是:究竟在“绿色社区建设”的大旗之下 ,人们实践着什么样的活动? 谁

在参与着这些活动? 这些问题与社区空间中物质和符号变迁所生产出

的社会关系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

本文主要分析广州市两个居民小区的绿色社区建设过程。这两个

小区 ,一个是位于市郊的新兴商品房小区 ,另一个则是位于城市中心地

区的老社区。一方面 ,我们关注经济和社会关系是如何影响绿色社区

工程的动态参与过程的 ,这里所说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与财产权和房产

权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 ,我们也将尝试去理解 ,在新兴社

区中 ,那些早期群众动员方式所提供的意义框架和手法是如何与上述

基层社区权力要素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认为正是由于那些社会主义时

期动员和组织方式的存续最终给地方环保组织和其他环保活动者进入

居民社区“公共空间”以新的机会。

二 、作为市民空间的社区空间

　　20世纪 90年代早期 ,商品房开始出现在中国城市。1998 年当政

府终止福利分房制度之后 ,住房的商品化过程开始不断加速 。这以后 ,

住房不再通过单位和政府分配 ,城市居民也由租房户向业主转变 。城

市居民可以以优惠价格购买他们原来的单位房 ,或是以市场价格购买

新建居民小区的商品房 。到 2000年 ,72%的城市住房被划归“业主所

有” ,这一数据中包括了那些购买其原租住的公房的人 。这部分住房在

个人使用方面往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特别是如果要在住房市场上进

行交易时(Li &Yi ,2007)。至 2002年 , 80%的公共住宅都已经卖给了

居民家庭(《人民日报》 ,2002)。住房的迅速商品化不仅仅带来了一系

列新的经济关系 ,也带来了与之相关的很多新词汇(例如业主 、按揭抵

押 、房地产开发商)。与此同时 ,城市社区生活也发生了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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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住房改革相关的一个社会现象是业主委员会的兴起 ,这一现象

受到了媒体和学者的关注。业主委员会作为一种社区邻里组织 ,主要

以组织化的方式代表业主的利益来与物业管理公司及房地产发展商打

交道 。最近 ,随着与物业相关的争端不断增多 ,业主委员会逐渐活跃起

来 ,它们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的力量也开始增强 。

在上述基层社区组织发生变化的同时 ,社区空间也被认为是社会

抗争和诞生公民社会的一个关键场所(Read , 2003;Frolic &Miao ,

2005)。虽然业主运动是一个较新的事物 ,但是公民社会这一概念被用

来描述中国的社会变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上个世纪 90年代早期 ,中

国出现了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析框架(邓正来 、杰弗瑞·亚历山大

主编 ,2006)。这类市民社会的讨论实际上指向的是公民社会性质的组

织在中国是否能够产生。一些研究者把焦点放在了一些更广泛的“传

统”组织和联系上 ,例如:亲属关系 、地域认同和宗教 ,乃至中国的“关

系”(例如 Yang ,1994;Des Forges , 1997;Madsen ,1998)。还有一类研究关

注的则是一些明确将自身界定为“公共的” 、带有“现代”特征的民间组

织(Ho ,2001;Ma ,2002;White et al., 1996)。近年来 ,那些带有所谓“现

代”特征的组织在中国不断涌现 ,如业主委员会和行业协会就是两个代

表“有产”者利益的组织。其他一些组织则围绕另外一些社会事务组建

起来 ,范围包括环保 、扶贫 、妇女权益保护 、农民工以及助残 ,等等 。这

里还没有包括那些林林总总 、围绕着“兴趣”而建立起来的组织 。据不

完整的统计 ,这些现代性质的民间组织有800万之多(俞可平 ,2006)。①

研究上述不同类型组织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通过与政府之间的

关系 ,这些组织所体现出来的独立自主水平 。评判一个组织的独立性

通常是看它与政府之间的正式联系 。与政府联系非常紧密的非政府组

织有时被称为GONGO(government organized NGO' s ,政府背景的民间组

织),或是“半官方的 NGO” 。相反 ,与政府联系不是那么紧密的组织则

通常没有注册或是仅进行了商业注册。有学者认为 ,上述差异可以用

“自主程度”这个概念来说明(He ,2003:130);另有学者认为 ,在理解民

间组织的政治内涵以及他们如何达成特定目标方面 ,自主性并不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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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数字是这样估计出来的:“工会 、共青团 、妇联等八大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数量为

5378424个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中国文艺界联合会等其他准政府社
团基层组织数量为 1338220个 ,学生社团 、社区文娱团体、业主委员会 、网上社团等各种草

根组织数量为 758700个 ,由此估计社团总数应为 8031344个”(俞可平 , 2006:12)。



特别有效的概念(Goodman ,1996)。

比起把视野局限在理想化的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以及组织的自主性

问题上 ,也许更有效的方式是回到民间组织与政府和国家之间的复杂

关系这一事实之上。在这一点上 ,“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概念虽然

有助于把自主性问题放到一边 ,而关注关系本身 ,然而 ,由于强调国家

的支配地位 , “法团主义”的解释模式容易忽视民间组织自身的能动性

———即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影响政策从而实现其目标(Saich , 2000)。实

际上 ,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共生关系 ,而不是法团主义模

式所认为的单向模式 。在一些社会领域中尤其如此 ,在这些社会领域

里 ,民间组织不是完全被动的 ,而是可以作为功能性单元帮助政府实现

其发展目标。

在中国 ,政府的行政改革的精简方向意味着当前的政府需要把公

民社会变成其治理伙伴 ,这为很多民间组织实现它们的目标提供了机

遇。对于民间组织来说 ,与政府之间的协调不仅仅意味着回应政府的

直接控制 ,也意味着有策略地回应政府的需求 。在中国 ,相对于政府而

言 , “社会”的扩展直接反映出了现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观念 ,当前

普遍认为“自治”是解决国家内部差异造成的结构性问题的手段之一

(Rose ,1999)。然而 , “政府在社会领域的收缩”这一说法实际上并不足

以说明涉及到社区空间里组织生活的非政府力量和政府性力量之间的

复杂联系 。这一说法也无法说明社会主义时期的动员技术依然在持续

影响着今天社区建设中对参与的动员。

相对于公民社会的宏大概念 , 在社区空间的观察中 ,市民空间

(civic space)的概念得到更多的讨论 ,市民空间被看作是人们在独立于

政府和私营经济之外 ,自主聚合并建立社会关系的实际空间 ,它既表达

出人们无目的的可以呈现存在的公共空间 ,也包括人们开展社团生活

的空间 ,它成为公民社会组织进行活动的地点 ,为公民社会提供地方感

以及在公民个人和社会之间建立认同 、意义和连接(Douglass et al.,

2002)。它可以包括公园或社区中心 ,也可以包括私人性的网络空间或

者商业性的咖啡馆。本文在关注建设绿色社区过程中社会主义时期动

员技术是如何得到沿用的同时 ,分析社区居民 、民间组织 、地方政府以

及作为企业的开发商及物业公司之间的互动关系 。我们的目的是定位

一种社会和空间的二元过程 ,这一过程塑造了不同基层社区力量的实

践策略 ,透过这些策略它们实现了社区的“绿化”效果 。本文要谈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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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空间并不是被凭空创造出来的 ,绿色社区工程使这些已有的社区

空间重组 ,从而转化为“公共参与”的舞台。尽管民间组织像业主委员

会以及环保类的 NGO卷入了上述社区空间的转变过程 ,但我们还不能

将上述空间转变视为市民空间的生产。理由如下:第一 ,在我们后面要

谈到的社区个案中 ,绿色社区建设影响到的只是小区内部的居民 。对

外而言 ,小区内部并不是开放的空间。第二 ,对社区空间的使用很大程

度上是由物业管理公司和居委会所规范的。

尽管如此 ,这些社区空间仍然和市民空间有着功能上的相似性 ,当

然这只能是在“出现房屋阶层化”的前提之下。托姆巴(Tomba , 2005)

认为 ,新兴房产阶层边界① 的显现 ,在事实上提升了人们对自治的认

识 ,这也导致了业主运动以及社区居民在更大范围内非正式的社会化

过程 。相比之下 ,本文更多关注的是正式的社会化过程 ,以及在一个有

明确边界和受到规范的社区空间之中创造出一种参与精神的自上而下

方式 。在处理市民空间这一问题上 ,我们将延续我们对公民社会的思

考———即较少关注社区空间的自治性层面;更多关注社区空间被形塑

的过程 ,以及绿色社区工程这样的空间规划是如何能够创造出新的 、有

时是意想不到的社会联结的。这种社会联结常常跨越了社区的社会和

地理边界 。

三 、国家倡导的社区建设与绿色社区工程

　　首先界定一下我们所使用的“社区”这个概念的含义。在中国的城

市改革背景中 , “社区”指的并不是有着共享的认同和有机联系的社会

群体 ,这在政府的话语中经常表现为一种理想状态 ,但是在政策实践过

程中 ,更多是指一种新的城市行政管理地域单元。在过去 ,单位房居民

以及单位房以外的居民所享受的社会服务以及开展的邻里活动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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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边界既指社会阶层的边界 ,同时也包含着物质居住空间的物理边界。



通过工作单位或街道办公室和居委会的组织。① 随着经济改革带来的

体制变革 ,社会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开始分离 。住房商品化这一转变

使得基层邻里的社会政治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对上述变化的回

应 ,通过设立“社区居民委员会”② ,基层政府开始了基层治理改革。

与居民委员会的情况相似 ,社区居民委员会只是名义上的群众自

治组织 。不过街道办事处和基层政府也并不应太干涉社区事务的管

理 ,而仅仅应该提供指导和支持。社区居民委员会与居民委会在行政

上 、结构上处于同一级别 ,社区居民委员会发挥了很多之前是居委会 、

单位 ,有些甚至是街道办事处的职能 。由于不同的城市实行了各自的

基层社区治理改革 ,所以在组成结构上社区有着丰富的类型 。③ 通常

来说 ,社区委员会管理社会福利 ,维护并管理基层邻里的硬件设施 ,执

行国家政策(如计划生育),以及动员居民参加各种社区活动。社区居

民委员会的职责清单很长 ,比起它的前身 ,它要为数量更多的居民提供

服务 。合并居委会和单位转型为社区模式 ,涵盖的居民数量少则一千

户 ,多则上万户 。在新兴的商品房小区和过去的单位房社区里 ,社区居

民委员会的权限不仅比较明晰 ,其内在结构也比较连贯 。而在一些混

杂错落着各种不同居民单元的老城区 ,虽然有因长期共同生活而建立

起的“熟人”纽带 ,其内部结构的连贯性却并不似这里所说的“社区” 。

为了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 ,近年来在居民委员会办公室里开始任

用年纪较轻 、教育程度更高的工作人员。由于居民社区委员会的常设

人数通常只有 4-10人(根据社区大小而定),很多时候并不能满足工

作的需要 ,因此要依靠人际网络来动员社区志愿者协助完成各项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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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任远等人对于青岛 、沈阳 、上海和武汉不同模式的讨论(Ren , 2005;Derleth &Koldyk ,

2004;Bray ,2005)。

有时也称为“社区委员会” 。巴瑞(Bray , 2005)认为 ,这一名称可以巧妙地处理一个体制问

题,也就是在“居民委员会”这一名称已确认的背景下 , “社区委员会”还没有得到正式确立。
瑞德(Read ,2003)则说明在 90年代早期 ,新兴的居民委员会已经开始取代单位发挥社区治

理功能。然而“社区”这一概念普遍出现在基层政府改革的相关话语中却是在 90年代后

期。

在城市社区管理机构中 ,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是最基层的单元 ,街道办事处是区政

府的派出机构,它将政府的权力通过居委会等群众组织延伸到每一个家庭。虽然在行政
上只有街道办事处被认为是政府机构。每一个街道办事处监督着一些居委会 ,居委会则

是政府和居民之间的中间机构 ,由街道办事处拨款支持。在单位制社区里 ,居委会同时

由街道办事处和单位拨款支持 ,并受到它们的监督。这种“街居制”虽然不能涵盖基层社
区的组织全貌,但作为基本构架 ,却是建国以来城市基层社会的常态(朱健刚 , 1999;卢汉

龙 ,1998)。



与在单位及居委会系统下一样 ,社区居民委员会也有一些注册的“老年

人协会”协助工作 ,或是参加一些由社区委员会组织的活动。不过 ,招

募个人志愿者参加活动现在变得愈加困难。随着单位和邻里关系的变

化 ,人们的社会网络得到了扩展 ,与社区的来往也变少了。人们对于社

区层面的活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参与 ,这些活动似乎与他们的生

活没有关系。许多时候 ,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仍然要依靠党的基层

组织发动退休党员来参与 。

实际上 ,存在着一些制度性因素阻碍了国家倡导的社区建设工程 。

首先 ,社区和街道在权责分野上并不明晰。社区居民委员会在部分职

权和具体处理社会福利和服务方面的行政事务上有时与街道办事处会

发生重叠 ,这会无形中制约社区居民委员会管理社区自治事务的权限 。

其次 ,由于新兴的物业管理公司以及业主委员会这样的基层社区组织

在管理社区事务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 ,减轻了社区居民委员会在日常

事务管理方面的很多压力 。一些社区居民委员会也逐渐习惯了与物业

公司 、业主委员会一起各自分担部分管理事务的工作方式 。① 上述情

况对于像社区居民委员会这样迅速发展却人力不足的基层机构有一定

的好处 ,但也会制约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社区动员以及培育符合国家社

区建设精神的社区自治意识方面的能力 。

有必要强调的是 ,国家倡导的社区建设工程并不仅限于提高基层

政府的行政效率 ,社区建设也是旨在强化党的组织基础的更大范围工

程的一部分(Bray ,2005;Derleth &Koldyk ,2004)。正如随着单位系统的

解体 ,社会福利功能转而由社区承担 ,党的基层动员功能也转移到了社

区之中。社区建设活动因此也充满了政治意义 ,因为对于党和政府而

言 ,这一新的基层政治单位既可以体现出党和政府的存在 ,也可以体现

出党和政府的权威性 。

当前社区治理的指导原则是———群众自发参与 ,自愿互助 。这一

原则与强调在基层组织强化党的力量并不矛盾。群众动员在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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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物业管理公司兴起于新兴商品房住宅区 ,主要负责社区管理 、维护和安保 ,越来越多的老

住宅区也开始采取物业管理模式。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一样是新兴事物 ,现在不仅许
多新兴商品房小区拥有业主委员会 ,一些单位房社区在住房私有化之后也成立了自己的

业主委员会。

政府于 1989年开始的关于居民委员会的政策中很少提及党组织。与之相对的是 ,
国务院在 2000年发布的关于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文件中强调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 ,而社区党组织在功能上应该是基层的“领导核心” 。



主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文革”后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运动方

式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号召群众参与的方式却很容易和社会主

义时期的社会动员技术发生共鸣。于是群众参与这一概念作为一种话

语之桥(discursive bridge)将过去和现在联系了起来 。一方面 ,中国共产

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依然保持着其扎根基层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保留

着以群众性力量为基础的社会治理策略 。然而 ,正如许(Xu ,2005)所讨

论的那样 ,在社区建设背景之下的“群众参与”是有明确的空间和政治

界限的。群众参与的“有序性”体现在参与的活动是在邻里空间内部被

组织起来的 ,并与政府的政策目标相符合。近年来 ,环境作为一个新兴

政策领域 ,其“合理合法”性得到了政府的认可 。所以中央政府会支持

既能够带来环境改善 ,同时也能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的绿色社区工程。

2000年 ,民政部正式把“美化社区环境”纳入到社区政策中 ,不过

这里对社区环境的强调主要还是从审美角度 。“地球村”是最早以“绿

色社区”名义开展综合整治社区环境工作的NGO之一。“地球村”与北

京市宣武区合作 ,在建功南里居民区开始绿色社区的建设 ,向社区居民

引入了垃圾分类法和节能 、节水家电的使用方法。当时绿色社区采用

了“五 R原则”(节约资源 ,减少污染;绿色评价 ,环保选购;重复使用 ,

多次利用;分类回收 ,循环再生;救助物种 ,保护自然)。“地球村”也和

其他基层政府及社区组织合作 ,在社区内外组织志愿者队伍开展提高

公众环保参与意识的活动 。随后 , “地球村”还出版了绿色社区建设手

册 ,并力图和北京市政府合作 ,在北京乃至全国建立更多的绿色社区 。

虽然这些非政府组织对社区实际产生的影响有限 ,但是却使得绿色社

区建设成为公共议题 ,吸引了媒体和环保人士的关注 。这里需要说明的

关键一点是 ,即使在“绿色社区”成为政府工程之前 ,基层政府无论在操

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被视为是“绿色社区”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 。

其他城市很快开始效法北京的模式 ,为建立自己城市的“绿色社

区”创立一系列的“指导标准” 。绝大多数的早期绿色社区工程都是对

2001年由国家环保总局 、教育部联合颁布的政策的回应 ,该政策号召

47个重点城市开展创建绿色社区工程 。于是很多城市都把创建绿色

社区作为争当“环保模范城市”的重要参考指标。2002年 ,一些省或市

的环保部门(如广州 、福建 、江苏 、山东等)迅速开始制订本省的绿色社

区标准;其他一些省市(如内蒙古 、云南 、宁夏等)则是到了 2004年 ,国

家以政策方式把绿色社区作为一项广泛性的国家工程加以推广时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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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启动本省的绿色社区工程的 。

在较高一级政府(中央 、省 、市)绿色社区政策的核心是创建一个指

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适用于各级工程 ,而对应于不同行政级别也有

不同的要求 。整个体系包含四类指标:环保质量 、基础设施 、管理水平

以及公共参与。

一个社区要达到政府认定的绿色社区标准 ,需要从两方面入手 。

一方面就是所谓的“硬件问题” ,主要针对公共环境的环境规范和设施

改造(如环境美化 、建立垃圾分类机制等);另一方面就是所谓“软件问

题” ,围绕这类问题而产生的措施通常比较难以建立起能动性并得到保

持。这里所说的能动性体现在社区居民的消费习惯 、居民与居住环境

的互动方式 ,以及居民互相之间联系方式的改变上(具体体现在一些行

动上 ,如由社区中老人和小孩牵头的环保活动 ,社区环保义卖 ,家庭认

养树木 ,鼓励居民使用环保 、节能 、节水家电等)。而上述行动不同于更

广泛的公共环保教育下产生的行为 ,这是因为它们直接依赖于社区范

围内的集体参与 。

在设计上 ,绿色社区政策与其他旨在提高社区管理水平的政策有

相似之处 。我们可以看到由政府不同部门所建立的一系列不同的社区

政策工程 ,如“创建文明社区”工程 。“文明社区”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 ,

有治安 、卫生和环境美化等 。社区中“文明办”的代表通常也是监督绿

色社区建设工程的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然而 ,作为新近社区治理项目

之一的绿色社区工程 ,在内容和执行标准方面却存在着一些含混的成

分 ,表现为指标体系虽然为基层政府和物业管理公司提供了创建绿色

社区的基本参考标准 ,基层政府和管理公司在“硬件指标”方面也有据

可循 ,但正如我们在后文将要揭示的 ,对于绿色社区工程来说 ,在社区

“软件”方面建立起一套指标却无疑是一个挑战。

四 、南园①:商品房小区里的绿色社区工程

　　南园位于广州市南部的番禺区 ,整个番禺区随着近年来的楼盘开

发 ,已经形成了许多颇具规模的居民生活小区 ,几十万人生活在这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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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当事人的利益 ,这两个个案社区的真名被隐去。



盘当中 ,借助拥挤的洛溪大桥 ,每日都有大量上班族穿行于广州市区与

番禺之间 。南园就是这些小区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个 ,它位于一个小岛

上 ,在广州素有“明星社区”之称。南园曾被建设部授予“全国小康住宅

示范小区” ,并获得过“联合国最佳人居环境特别金奖” ,已建成 14年 。

南园内共有建筑物 300栋 ,占地面积 105万平方米 ,住户超过 9000户 。

很长一段时间 ,南园都被定位为白领 、文化人士 、商界精英居住的社区 。

而且 ,据说这里居住的人绝大部分是从外地移民来的新广州人。南园

内部由11个小区组成 ,每个小区包含一组建筑 ,这些小区被简称为丽

字楼 、德字楼 、华林居等 ,它们是发展商在10多年时间里逐步开发的楼

盘(在住房户型样式上也各不相同)。这些小区都有独立的入口和保

安。布局上 ,南园的中央是会所 、球场和湖心公园 ,各个小区则环绕这

个中心区域分布 ,靠近中心区域的北侧有一条商业街。

南园的管理公司在各个小区都设立了管理处 。实际上 ,正如中国

许多新兴商品房小区那样 ,物业管理公司实际上发挥了管理社区事务

和提供社区服务的主要功能。在一定程度上 ,这也是因为小区“生活质

量”是发展商和物业公司都比较看重的“品牌” 。① 南园也设有社区居

民委员会的一个办公室 ,由于像南园这样的居民小区经济水平较高 ,所

以一些社区委员会的事务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如贫困救助 、健康服务

等。而物业管理公司分担了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很多管理工作 ,这使得

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社区治理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突出。在社区治理

方面 ,居民更多是和物业管理公司打交道。另外 ,虽然南园也有业主委

员会 ,但是从 2002年至今围绕业主委员会的问题 ,居民和管理公司之

间一直有争执。争执的焦点主要是部分居民认为原有的业委会不能真

正代表居民的利益 ,希望选举一个新的业主委员会。这样的争执使得

业主委员会也很难发挥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南园开始了绿色

社区的建设。

南园的绿色社区建设始于 2003年。当时所属城区的环保局发传

真给南园的物业管理公司(包含绿色社区政策上的背景参考及其他资

料),传真上并没有硬性要求广州市的某个小区要参加 ,但是南园管理

处对此有所留意 。南园物业管理公司负责绿色社区项目的经理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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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社区“生活质量”对于物业公司及发展商树立品牌来说非常重要 ,一个具体的表现是管理

公司可以申请 ISO9002认证标准以证明其管理水平(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们 ,参与绿色社区项目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想法:过去南园物业对文化

方面的投入比较多 ,每年在社区文化上投入的经费有 10多万元 ,但是

对环保这一块的投入比较少 ,也没有开展这方面的主题活动。所以该

负责人看到传真后就向公司上层提出了建议 ,建议得到采纳。在与社

区居民委员会协商之后 ,以社区居委会 、管理公司 、业主委员会的名义

共同牵头于2003年 7月建立了“创建绿色社区领导小组” 。该小组决

定先把绿色社区建设活动放在南园 11个小区中的“曲径通幽”小区进

行 ,之后再扩展到其他小区 。“曲径通幽”有近 1000户居民 ,整个小区

在管理和硬件条件方面都比较好 ,也是南园里的“模范小区” 。①

根据创建绿色社区的硬件指标 , “曲径通幽”小区里添置了环境宣

传栏 、分类垃圾桶 、生态篱等硬件设施 。同时 ,小区里也组织了一系列

社区活动 ,活动的目的是提升人们对绿色社区工程的认识和环保意识 。

最初三个月的活动包括:1.活动开幕式;2.与业主及业主委员会开会

成立“志愿者组织”;3.回收旧报纸;4.“环保日”活动;5.签名活动 。

在创建绿色社区活动正式开始之前 ,还开展了其他一些活动作为

预备:1.植树;2.业主委员会和管理公司牵头的社区大扫除;3.商店 、饭

馆卫生检查。

作为对环保局以及市 、区一级“创建绿色社区”领导小组确定的工

作框架的回应 ,我们可以看到上述活动中社区参与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

而这种对社区参与的强调 ,至少从表面上看是符合基层自我管理的思

路的。值得一提的是 ,上面提到的那些“预备活动”无疑增强了群众参

与的意味 ,而越是牵涉到更多居民的活动这种意味也就越强。在活动

中的牵涉方式也很多 ,有时是通过活动的舞台效果(例如开幕式),有的

则直接以小孩和退休老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如签名活动),这样小孩的

家长和老人的家属都会作为观众出现在活动现场 。另一种增加活动参

与人数的方式是让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以居民或是住户的身份参加

活动 。

活动的组织者需要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来动员志愿者加入“群众

参与”这一舞台 ,这里要借助的社会关系有社区里的老年人艺术团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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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社区的挑选要基于社区自身的条件 ,这在此类绿色社区项目实施的前期是比较普遍的。
挑选开展绿色社区工程的社区 ,通常会倾向于那些更容易获得成功的(基础条件好)或是

那些会带来重大变化从而产生示范性效果的社区。



区内的学校等。由于艺术团里老人们的一些活动得到了物业管理公司

的支持 ,而学校则租用着发展商的场地 ,所以管理公司比较容易动员艺

术团成员 、学校学生参加组织的活动(在管理公司组织的运动会上 ,艺

术团成员和学校的师生都是开幕式的重要参与者)。某种程度上 ,类似

艺术团和学校这样通过参与活动表现对管理公司支持的 ,同时也可得

到管理公司在资源等方面的支持 ,双方达成了一定的默契。另外 ,动员

方式还有派发问卷。管理公司向一些业主派发了南园创建绿色社区意

见调查表 ,回馈数量只有 45份 ,但这却是被作为申报绿色社区材料的

一部分。除此之外 ,更多的宣传则是通过在物业公司的公共宣传栏贴

告示(电梯口 、管理处办公室等地点)的方式进行。我们注意到 ,无论是

宣传告示 、申报材料 ,还是在创建绿色社区的报告上 ,管理公司使用的

语言都带有社会主义时期动员的色彩(如群众 、广泛参与 、动员 、宣传 ,

等等),这与政府的许多用语很相似 。

因此 ,从某个角度说 ,上述正式而带有形式化色彩的公众参与强化

了商业资本和国家对社区公共空间使用的支配。每一次带有演出效果

的“群众参与”都扩大了理想意义上独立自主的市民空间与由既存政治

经济力量形塑的社区公共空间之间的鸿沟 。在环保旗帜下 ,创建绿色

社区的活动仅仅赋予了社区公共空间一系列有限的意义以及对公共参

与的期望 。

实际上 ,带有更多官方色彩的创建绿色社区活动使用的是一种自

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方式。当然 ,社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新发展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上述动员方式的效率 ,使得基层政府不得不使用一种较

为折衷的方式来动员居民参与活动。在改革开放以前 ,国家动员的社

会运动几乎牵涉到了每个家庭 ,由于时代的变化 ,现在的基层政府已经

不能再使用类似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而社区(例如南园)在市场化背

景下也变得愈加多元化 ,公共领域的话语也不再必然跟随国家的主流

话语 。在这样的背景下运用原有的动员方式产生的效果彼此之间自相

矛盾 。这主要体现在社区居民对绿色社区活动的理解上。

对于一些居民来说 ,绿色社区工程促发了他们对于社区问题的关

注 ,但他们并不一定认同现有的绿色社区建设方式 。在南园 ,有的居民

定位了一些他们认为应该由创建绿色社区工程来加以改善和解决的社

区环境问题———如交通拥挤 、社区内的噪音以及养狗等 ,甚至计划生育

工作也被一些居民看作是环境问题的重要部分。一位居民就抱怨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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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小区里面生两胎的居民太多 ,小区的绿色社区工程因此而受影响 。

上述这些“环保问题”很容易让居民把它们与管理水平联系在一起 ,从

而形成对管理公司的抱怨 。当管理公司主持绿色社区建设时 , “绿色社

区工程”无形中也在刺激着社区居民(特别是那些没有被动员机制纳入

进来的大多数人)针对特定问题的环境意识。虽然有一系列的活动 ,但

“绿色”和“环境”的概念在很多时候并没有得到澄清 ,这使得绿色社区

工程变成了一个居民表达其所关注的广泛社区问题的平台 。而那些没

有参与但支持绿色社区活动的居民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绿色社区工程

涉及到的并不仅仅是环境的绿化 。围绕绿色社区工程 ,环保局虽然在

环境可持续性发展方面提供了一系列物质和社会层面的明确指标(包

含环保教育 、社区参与 、环保意识等内容),但在社区层面 ,当环境成为

群众动员和公共参与的焦点时 ,居民对“环境”的关注往往是社区内部

可见的 、物质性的居住条件。

在南园这样功能上比较完善的社区 ,实现绿色社区工程在“硬件”

方面的要求似乎相对要容易一些。南园要达到官方的标准并不需要太

大的投入和开支(实际上 2003年之前 ,南园在申报市级绿色社区时已

经得到了区一级的认证)。难度主要还是在“软件”方面 ,吸引公众的注

意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在南园业主的网络论坛上 ,绿色社区或

环境质量通常都不是重要的话题 。对于活动的组织者来说 ,要真正动

员广大的社区居民都来参加活动 ,真正提高社区居民对绿色社区项目

的关注度似乎有些不切实际。另外 ,参与到绿色社区项目中的社区居

民委员会 、业主委员会 、物业公司的人士都并非环保主义者 ,绿色社区

项目仅仅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而已 ,考虑到时间和金钱上的投入有限 ,

活动的主办者们很容易采用他们熟悉的社区事务运作模式 ,借用已有

的社会动员手段走比较形式化的路线。正如我们在上文中看到的 ,一

个社区中围绕绿色社区工程开展的社会动员 ,在模式上与社会主义时

期的动员方式有着许多相似点(自上而下 ,带有行政命令色彩)。然而

这种动员模式却未必能起到预期的效果 。不可否认 ,这里有许多客观

因素的制约(民众的不关心 、时间金钱的投入 、时代变迁 ,等等),但是值

得注意的是 ,这种动员方式却依然在形塑社区公共空间方面发挥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某种意义上 ,社区公共空间占主导性的依然是上述参与

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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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井口:社区居民委员会主持的绿色社区项目

　　广州的第二个社区案例———井口社区———与南园这种所谓的“城

郊中产阶级社区”不同 ,它位于城市中心的越秀区 。井口是一个单位制

时代下兴建的宿舍楼社区 ,现有居民 5000户 ,社区内的房屋类型比较

复杂(有单位房 、老公房 、商品房等),大部分建筑建于上个世纪 70-80

年代 ,甚至有一部分房子建于 50 、60年代。市内的几条马路把这个社

区分割成了数个片区 。一些较小片区内的居民在同一个单位工作 ,其

他大多数片区里居住的都是不同背景的居民 。不像南园有一个统一的

物业管理公司管理 ,井口社区的复杂性使得社区管理的重担落在了社

区居民委员会的肩上 。井口社区中虽然也有一些物业管理公司 ,但是

这些不同的公司都没有把绿色社区项目纳入到自身的议事日程之上 。

于是 ,井口社区的绿色社区工程更多地是和政治挂钩(基层单位执行国

家政策),而不是与某个物业管理公司的商业品牌挂钩 。

在井口社区里 ,绿色社区硬件方面的工程包括了与其他社区类似

的基础改造 ,例如添加垃圾回收桶 、植树等。作为一个老社区 ,对空间

的改造还包括维修社区内的人行道 、粉刷陈旧的建筑外墙 ,同时 ,要求

社区范围内的餐馆安装抽油烟机和油烟过滤器从而降低油烟污染的排

放。出于美观的考虑 ,社区里一些违规安装防盗笼的住户也被要求拆

除防盗笼 ,还拆除了一些其他违规的临时建筑 。实际上 ,违章临时建筑

的拆除虽然本来就是社区管理事务中的一部分 ,但是由于创建绿色社

区的压力 ,处理工作才被迅速提上日程。相对于南园那样在开展绿色

社区项目以前硬件条件就比较好的新兴社区 ,井口社区的绿色社区项

目会带来比较大的社区变化 ,这对于小区内的居民住户来说甚至是一

种冲击(例如那些被勒令拆除临时建筑的住户 ,以及被勒令整改油烟排

放的餐馆 ,甚至是那些不再被允许在社区内停放三轮车的小贩)。而绿

色社区项目给井口带来的也不仅仅是对社区空间的改造 ,它也在重新

界定社区的边界 ———拆除防盗笼的同时对社区安全的要求提高了 ,绿

色社区工程在无形中也强化了社区的边界。

正如我们在前面的个案中看到的 ,绿色社区软件建设方面可以透

过硬件设施表现出来 ,就是通过所谓的“宣传教育”途径 ,指的是诸如设

置环境宣传栏和告示栏 、在草地和花园中树起“爱护草地 ,禁止践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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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子等措施 ,也可以搞一些更抽象的宣传方式 ———例如雕塑。在绿色

社区项目的软件建设方面 ,社区居民委员会还会拨款赞助一些围绕环

保议题的演讲 、歌舞表演等社区活动 。井口社区居委会组织了一次社

区范围内的环保竞赛 ,旨在评选环保活动搞得最好的楼盘 。他们组织

的其他一些类似的活动 ,目的都在于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居

民委员会还会动员参与绿色社区活动的居民 ,共同帮助改善社区里弱

势群体(如独居老人 、贫困家庭)的居住条件。

像井口这样的老社区 ,很难进行比较大的环境工程改造 ,只能更多

地注重社区景观的干净整洁。开展绿色社区工程的一个特色在于强调

社区公共空间的“整洁有序” 。这主要是因为对于社区居民委员会来

说 ,绿色社区工程一方面与其他一些社区建设任务有所重叠(例如建设

“文明社区”);另一方面也由广州市的整个城市发展策略所决定 ———广

州要建设环境模范城市。在这样的背景下 ,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就是提升居民对自身居住环境的满意程度 。在这样的需求前提下 ,绿

色社区工程如果要追求快速可见的效果 ,那么最能够体现成效的无疑

是社区硬件改善和社区外环境改造 。

对于井口而言 ,与南园一样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发展一个有“长期

性 、持续性 、能够提高公众参与水平”的绿色社区工程 ,以及在创建绿色

社区的过程中还要体现“创新性” 。官方虽然建立了一系列绿色社区标

准 ,但是也要求各个社区要体现出自己社区的特色。然而对于很多社

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来说 ,像绿色社区之类的社区建设工程仅仅

是指标部分的达到就已经非常复杂 。

由于绿色社区项目自身存在某些先天不足(例如对“环保” 、“绿色”

的理解不清楚 、缺少专业知识和资源等),这给了一些地方环保 NGOs

和环保人士以机遇来开展活动 。在广州和其他一些城市 ,有许多围绕

重要的环境议题开展工作的 NGOs和个人 ,但是他们在社区中并不活

跃。没有政府的认可 ,这些NGOs的活动很难被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物

业管理公司接受 。有时居民也把NGOs的活动认作是上门推销而予以

排斥 。绿色社区项目无疑为这些 NGOs提供了与社区组织 、社区管理

方以及社区居民互动的机会 ,同时由于卷入到绿色社区项目中 ,他们也

会参与改造与绿色社区相关的活动。只要这些社区外的 NGOs愿意参

与和合作 ,同时不表现出任何政治色彩 ,那么这些 NGOs在社区内就会

受欢迎 ,社区期待这些NGOs的经验和能量能够发挥作用 ,从而减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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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居委会甚至是物业公司在创建绿色社区时的负担。

“绿色希望”就是这样一个广州本地的环保志愿者团体 ,他们一直

在开展环境教育 ,正当他们苦于找不到途径进入社区开展环境教育时 ,

绿色社区建设这一活动使得“绿色希望”能够将在全国性的节约能源 、

使用 26度电和反对在怒江建水坝的议题带入到社区中来。环保团体

利用周末时间 ,在社区的广场上举办展览 、开展游戏 ,吸引社区居民的

关注和参与。这种活动相对于南园的活动来说更具自主性和自发性 ,

避免了形式化的问题 。但是对于这些 NGOs而言 ,它们的资源很少 ,缺

乏足够的志愿者和职员 ,往往在社区提供机遇的时候不能长期持续地

参与活动(朱健刚 ,2004)。一种能够最终由社区自组织或者 NGO 参与

形成的公民空间还未能生产出来。

六 、结　论

　　我们在文中针对这一工程所探讨的两个个案并不能涵盖所有绿色

社区建设的情况 ,不过却可以折射出一些共性问题。在建设绿色社区

工程中 ,相似的权力逻辑和权力技术一直扮演着核心的角色。绿色社

区建设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政府工程 ,这项工程混合了社会主义时期的

社会动员方式和一些并不清晰的制度及观念革新(这种革新与环境教

育联系在了一起)。虽然绿色社区项目强调以公共参与为核心 ,强调以

社区积极分子和志愿者为项目的主力军 ,然而它的成功主要依赖的还

是基层政府以及物业管理公司的努力。当绿色社区项目在鼓励更广泛

的公众参与时 ,实际的情况却是绿色社区活动成了一种“表演性参与” ,

而这种形式的参与仅仅是再一次在社区公共空间里强化了政府以及经

济利益的权威性和影响。

与政府倡导的其他社区建设工程相配合 ,绿色社区工程中的“整洁

有序”是一个带有支配性的主题。在建设绿色社区“整洁”的过程中 ,物

理空间的转变不仅仅包括居住环境的绿化 ,同时也包括了更广泛意义

上对公共空间以及部分私人空间在外观上的改造 。而“有序”强调的是

居民参与本身也应该被有序地组织起来 。可以说体现在“整洁有序”这

一思维方式背后的 ,是一套关于社区建设 、社区发展的自上而下的

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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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有序”也体现了一种转变 ,这表现在发动群众参与的方式上

———反映出政府管理方式从强制动员居民参与向非强制动员的转变 ,

这种转变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国策以及“小政府 、大社会”的政府思路

相一致 。不过 ,强调广泛参与并不一定意味着就能为 NGOs 提供更多

的机会进入社区开展活动 。实际上 ,NGOs进入社区的公共空间短期内

也不可能改变公共空间受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支配的现状 。虽然如

此 ,当 NGOs进入社区活动时 ,当他们与社区内的各种权力单元以及居

民产生互动时 ,社区的物理边界固然没有改变 ,并可能因为绿色社区工

程而被强化 ,但他们却有可能使社区的社会边界发生变化从而催生公

共空间的变化 ,即使这种变化现在来看非常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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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 a new method is proposed to separate the modernization effects and marketing

transition effects in the society transition research;meanwhile , an improved transition

research model———APC model———is created in accordance to the rapid labor market

structure.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 Community Public Sphere:Case

study of the Green Community program in Guangzhou

Alana Boland &Zhu Jiangang　118

……………………

………………………………

Abstract:Green Community program is an important section of urban management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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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ntemporary China.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licy framework of the whole Green

Community program and especially focusses on the practice of two communities in

Guangzhou as the frontier area in this national program.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Green

Community program not only brings about the change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in the

community, but also prompts to reorganize the public space in the urban community

throught the institutionalizing process.This public space is not the civil sphere as in the

western context because its production depends on the technique of the mass mobilization

in socialism tradition.However , this mobilization supports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NGOs to enter the community public space.

Community as State Governance Unit:A case study on resident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cogni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building campaign

Yang Min　137……………………………………………………

Abstract:The paper presents and analyzes four kind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practiced

by different resident groups , including welfare_oriented , commitment_oriented , recreation_
oriented , and rights and interests_oriented participation.Through examination of processe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residents' cognitions of community , the author argues that

Chinese urban community is a state governance unit constructed from top to bottom in

order to obtai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ontrol after the collapse of Danwei system , but not a
territory_based social unity from which a public sphere or civil society will grow.

Impacts of Political Trust and Social Capital on Villagers' Committee Election

Participation in China

Sun Xin , Xu Zhigang , Tao Ran &Su Fubing　165

……………………………………………………

………………

Abstract:Based o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 on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terminants of villagers' election

participation , especially the impacts of villagers' political trust of township governments on

their participation behavior.On the basis of rigorous quantitative analysis , the paper

establishes the causality from villagers' “ political trust” in township governments to their

election participation.Implications with regard to promoting grass-root democracy in a

politically centralized regime are also drawn from th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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